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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我们是否能克服集权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的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如何摆脱

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任重而道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很大的困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目标与可能路径

吴毅，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现在，“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它已

经由前些年的学术讨论进入到公共政策的话语系统。但

是，客观地讲，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我们

尚有相当的距离，任务更是十分艰巨。距离何在? 为何艰

巨? 关于这个问题，既可以从“政道”的角度讲，也可以从

“治道”的角度讲。
笔者读过俞可平的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只有沿着民主

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即

是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

的进程。这个观点，其实就是从“政道”角度讲的，即从政

治发展角度讲的。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当下中国的国家治

理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首先还是一个政治学，而非行政学

的课题。这个观点，笔者大体上赞同，大概也没有人会公

开的反对。但是，一个大家都不会反对的想法，却因为种

种原因难以落到实处，以致于对于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

东西，都还存在争论。造成这种现象，原因何在? 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正是因为有答案，所以人们才不会仅

仅去纠结于理论本身，而必须要返身回到现实中去寻找各

种可能的发展路径。萧功秦教授所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就是

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思考。
萧先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最早提倡新权威

主义的两大代表性学者之一。萧先生提倡新权威主义，肯

定有他的许多考虑，就笔者对他的了解来讲，至少有一个

原因是可以确定的，他是学历史出生，深谙中外历史，尤其

是深谙近代中国“欲求民主，反得专制”的历史教训。也

许正是基于这一教训，他不再从理念上去谈论中国的政治

发展，而是想从实然性的可能路径上去设计一条通向民主

法治的道路。但是，笔者注意到萧先生自己的观点好像也

有一些变化，上世纪 80 年代他提出新权威主义的时候，他是

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道路去最终实现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

政治的，但是他现在所谈的民主政治，则更多强调中国特色与

中国价值。这种变化，大约可以归结为他本人可能也意识到

了西式民主政治理念在中国落地的不现实，所以他调整了目

标。在此，笔者也想沿着这一思路谈谈自己的想法。
要确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必须首先

要厘清一个前提，即我们现在的治理体制从何而来，有何

特征?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一特征又有哪些变

化? 我们知道，自“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追求民

主自由为目标的。但必须要说明，民主自由对于当时的中

国共产党而言，又的确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为党有一

个更神圣的目的，那就是要在此岸世界建立起人类的终极

理想社会。中国共产党就是奔着这个目标而去的，所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党要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塑造

其治理理念和体制的最初的理论和实践动因了。
其实，如果把决定中国共产党建政时的理念与实践放

到整个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又可

知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的设置与运作机制上是

共性大于个性的。这些共性归纳起来大体有六个特征: 第

一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第二是意识形态治国; 第三是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是魅力型领袖加群众性政党; 第

五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六是以政治权力去统领和串联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或者说，让政治权力渗透到整

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对于这个体制，有学者称之为“全

能主义政治”，有学者称做“总体性社会”，而它们其实又

都是围绕实现一个神圣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去设计的。应

该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所

指向的就是这个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执政者希望在维持基

本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革除其弊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严格地讲，笔者认为其实是二

十多年的改革———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

代算一个阶段，90 年代算第二个阶段。到了 21 世纪第一

个十年的前期，以中国加入 WTO、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及

在国内全面建成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其实就

基本定局了———上述六大特征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

格局仍然不变。譬如说党的领导，尽管在具体方式上出现

许多变化，但是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其

二，意识形态呈现出了若干工具化和选择性使用的特征，

它的目标不再是要去塑造“新人”，而是更多地服务于执

政，用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则实际上转化

成了目前的“维稳体制”。当然，党领导军队的格局没有

变，变化最大的发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一个日益开放和

自由的经济和半开放、半法治的社会出现了，至少市场经

济与法治对于社会运转的基础性作用愈益显著。这一系

列变化所彰显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已经由追求超凡入圣转

向了返回常识和追求世俗理性，而这些常识和世俗理性显

然是奠基于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既往历程与

经验上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就认为当下

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政治学学术上可称之为“威权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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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特征。
但是，如果说当下的中国就已然是典型学术意义上的

“威权社会”，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尽管在学理上人

们对于如何理解与定位“威权社会”并不一致，但是作为

一个共识，大概都还是认可“威权社会”的核心在于其在

实质上是围绕着西方现代性的理念原则来配置资源、建构

秩序与实现运作的。“威权社会”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

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新加坡、政治转型前的韩国和我国台湾

地区。这些地方，在实现民主宪政以前，其实整个意识形

态和治理架构都已经完全的“西方化”了，只不过因为种

种原因或者理由，当政者不开放言论自由和竞选政治，比

如说转型前台湾国民党的一个理由就是还要“训政”，尽

管真实理由并不如此。但从理论和制度上讲，的确它只要

一宣布结束“训政”，实现它本来就已经承认了的东西，就

很容易与宪政接轨。可以说，这种转型前后治理体制与理

念的不根本排斥，是这些地方能够比较平和实现从威权向

民主转型的一个前提。笔者想，萧先生应该思考过这个问

题，他也许认为这些东西对于当下的中国大陆都不适用，

所以他才会调整自己的目标。事实也可能正是如此，要在

当下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从“全能政治”( 或“总体社会”) 脱

身而来的“后全能体制”或“后总体性社会”( 在找不到其

他更合适的学术词汇来概括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特征时

先暂时这样使用) 中找到一条通向宪政的路径，其实是非

常困难的，而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显然又不被允许。所以，

无论萧先生所说的从传统体制过渡到新权威主义的 1． 0
版本，还是2． 0版本，若要成立，其实就只能以修改发展目

标为前提。
但是，如果要达成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那么其内涵何

在? 是不是就是“协商民主”? 如果是，那么由谁决定让

谁来参与协商? 协商的范围有多大? 谁来操控这个度?

如何保障协商的效果以及协商权不会被缩水? 而更为重

要的则是如何来确保我们所要的是“新权威”而非“老权

威”? 这一系列问题从操作上讲都并不是那么简单。也就

是说，要让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为老百姓所体认，而不只是

为民做主的现代版，还需要做出艰辛努力和长期探索，有

许多工作要做，并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几点

零版本，并以此来适应或裁剪现实就可以完结的问题。
笔者觉得，在现有格局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现实的

目标，还是首先要围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来展开。这可

能是目前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最大社会公约数，也是较为

切实可行的。之所以将可欲的目标定在实现社会的公平

正义，是基于对改革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成就和问题

的把握。在改革历程中，因为诸种复杂的原因，逐渐积累

出了以下三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一是经济起飞的中国奇

迹; 二是奇迹背后社会资源配置的极度非均衡; 三是极具

刚性的维稳体制。这三个特征不能说与改革前的体制没

有关联，但更为主要的却是中国改革既往路径选择的结

果。这个选择，充分发挥了以国家力量来运作市场与配置

资源的优势，但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性平衡，同时也造成

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极度非均衡，并导致深层次的腐败

和各种社会矛盾剧增，而它们显然已经挑战了公平正义这

一维系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伦理的底线。要在这样

一个缺乏底线保障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就需要刚性维

稳，由此又在客观上固化了资源配置的极度非均衡。关于这

一点，已经有许多学者论及。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

设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目标设计与任务达成只能是先易后难，不能理想主义的

好高骛远。
笔者认为，作为比较可行的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

要通过建构尽可能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治理制度及其运

作机制来适当地舒缓资源配置严重非均衡的问题，并以此

来缓解最为紧迫的社会矛盾。要达到这个目的，有几个现

实的路径可以考虑: 譬如有学者就提及目前日益深入的反

腐败，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人说现在仍然是在搞

运动式反腐败，但要知道在现代廉政制度建立之前，运动

式反腐败也比不反腐败好，它至少能够从心理上动摇甚至

局部瓦解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的阻挠，否则，在既得利益

早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难以动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触

及既得利益的深水区改革要想成功，都十分困难。现在已

经完全不具备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条件，那个时候，整

个社会从危局中走出来，怎么走都是路，现在则怎么走都

困难，因为怎么走都可能与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第二是

司法的相对独立，在条件不很成熟时，也许中央层面可以

统一控制，但地方各级司法则应独立，即完全独立于地方

权力体系。第三是权力进一步退出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源

配置进一步市场化，政府成为制度的规范者和监督者而非

操盘手。第四是进一步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经

济与社会权利。
也就是说，在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经济自由和文化多

元诸多目标并置交叠、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时候，应该首先

集中精力实现经济、社会和法治的目标，否则可能会消化

不良，反致改革受挫。当然，这样讲也不完备，因为要实现

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本身就需要愈益开放的政治、社
会和思想环境做保障，如果缺少了这些相关保障，在利益

非均衡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是经济与社会领域的

公平正义也不可能实现。所以，一方面是要首先选择经济

和社会领域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目标，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政治与社会的日益开放，如何把

握这个度，这中间有多大的空间，如何来拿捏其中的分寸，

拿捏是否能成功，未来就在其中了。总之，路只能一步步

走，这既是由中国改革的渐进式性质所决定，更因为我们

早已经不处在改革的较佳时空点上，传统的巨大路径依

赖，全民改革共识的丧失，对历史与现实认识的巨大差异

等，使改革的空间十分狭小。


